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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 试从《兰室秘藏·消渴门》中 “消渴论”一文入手，指出李东垣对消渴病的认识上溯 《黄帝内
经》，近承刘河间和张洁古，而消渴七方的主要制方思想即体现了这一学术渊源。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方药
分析消渴七方的配伍、炮制和剂量特点，揭示其制方规律及相互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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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兰室秘藏》依病分为二十一门，每门下先
论后方，内容涉及内、外、妇、儿诸科，载方多为
李东垣自创方剂，可谓是李东垣学说之集大成

者［1］。消渴七方是指 《兰室秘藏·消渴门》中所
载的和血益气汤、当归润燥汤、生津甘露汤、辛润
缓肌汤、甘草石膏汤、甘露膏和生津甘露饮子七首
方剂。七方的主治相似，除生津甘露饮子外，皆以
口舌干燥、能食而瘦和便结溲数等症为主，热盛津
伤的特点明显。各方主治稍有区别之处，如当归润
燥汤主“兼喜温饮”，亦非主要矛盾，故七方用药
多涉石膏、黄连、黄芩等甘寒、苦寒之品，这与李
东垣以甘温补土为主的一般看法有所不同。同时七
方多用当归、桃仁、红花等甘、苦、温之品，并以
升麻、柴胡诸风药贯穿其中，又异于寻常治消方剂
的配伍。消渴七方的特殊性，导致了李东垣之后其
虽屡见《卫生宝鉴》《赤水玄珠》等书，但抄录者
多，而对其系统解读者少，因此，长期以来，消渴

七方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得到医家的充分认识。

1 消渴七方制方思想探源

《兰室秘藏·消渴门》集中体现了李东垣对消
渴病的认识，对消渴七方的制方思想有重要提示作

用。李东垣在篇首引《素问·阴阳别论》“二阳结
谓之消”［2］29，认为“结者，津液不足，结而不润，
皆燥热为病也”［3］20，主张消渴的病机主要在阳明
燥热，手阳明大肠主津，足阳明胃主血，若数食甘

美，阳明热盛，耗伤津血，则热淫燥盛而病消渴。
李东垣治消渴，遵 《黄帝内经》倡用兰香等辛味
之品，而禁服膏粱、芳草、石药，一则阐明消渴病
的饮食宜忌，二则纠魏晋以来用铅丹、石脂等慓悍
燥烈治消之弊。
对该病分类和传变的认识，李东垣从 “三消”

说。消渴分“三消”论治肇于北宋，如 《太平圣
惠方》曰: “夫三消者。一名消渴，二名消中，三
名消肾”［4］。刘河间据《黄帝内经》认为，以 “三
消”分证，所涉虽广，然 “其燥热一也，但有微
甚耳”，一反前人以消渴为 “上实热而下虚冷”的
固见，倡导统一从燥热论治“三消”［5］274 － 278。李东
垣承刘河间，以“舌上赤裂，大渴引饮”为膈消，
“善食而瘦，自汗，大便硬，小便数”为中消，
“烦躁引饮，耳轮焦干，小便如膏”为肾消［3］21。
同时李东垣重视既病防变，将治疗重点放在上消和

中消，所谓“上中既平，不复传下消矣”［3］21。若
误治失治则末传疮疽、中满。李东垣制消渴七方，
又深受其师张洁古 “用药法象”和 “脏腑标本虚
实寒热用药法”的影响。张洁古发挥 《素问·阴
阳应象大论》气味厚薄理论，将药物依四时五运
之气分为 “风升生、热浮长、湿化成、燥降收和
寒沉藏”五类，意在置人体于天地之间，以药物
模拟四时五运之序调和人体［6］。同时张洁古又据
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以药物气味内应脏腑，并进
一步以脏腑为纲，以标本、虚实、寒热为目，立用
药规矩。这种天人相应观指导下的气味补泻理论，
“外应运气，内合脏腑”，李东垣用药制方从中获
益良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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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消渴七方的配伍特点

消渴七方用药少者 13 味，多者可达 24 味。用
药虽多，但所涉药味较集中。总结七方用药可以发
现，升麻、石膏、知母、甘草四药为七方共有。其
中升麻味辛，气味俱薄，属 “风升生”类，解阳
明之标热，后世称其能发散郁火，其实与解散标热

无异; 石膏性寒，味辛甘，属 “寒沉藏”类，清
解阳明标本大热，与知母、甘草合用即白虎汤之
意。同时方中苦寒诸药亦入中焦，能泻脾胃火热，
如张洁古所云: “脾胃: 味甘补，苦泻; 气温热
补，寒凉泻”［7］158。诸药同用，治重阳明，切合李
东垣以阳明燥热为消渴主要病机的观点。消渴既属
燥热，则在泻热的同时尚需兼顾润燥。七方中，润
燥之品可大致分为两类: 一类药多入血分，如当

归、桃仁、红花，亦包括杏仁、麻子仁等。此类药
性温，味甘或苦，多属 “湿化成”类，能和血润
燥。张洁古治阳明津血亏而燥者，示以桃仁、麻
仁、杏仁、当归等药［8］135，与消渴七方用药基本吻
合。七方中有用红花少许者，目的亦在养血，如
《医学启源》曰: “红花，苦，阴中之阳，入心养
血”［7］214。《本草衍义补遗》则进一步指出其 “多
用则破血，少用则养血”［9］。第二类药多属辛味发
散之品，如防风、荆芥、羌活等。此类药多属
“风生升”，其性主动，能升清气、布津液，若与
养血润燥之品同用，则 “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”。
《医学启源》所谓“燥淫于内，治以苦温，佐以甘
辛，以辛润之，以苦下之”［7］216，正是对这一配伍
的诠释。重视苦寒药的运用，是消渴七方的第三个
特点。消渴病的发生除阳明燥热外，肾水涸与心火
炽亦是关键。刘河间云: “夫肾水属阴而本寒，虚
则为热; 心火属阳而本热，虚则为寒。若肾水阴虚，
则心火阳实”［5］275。苦寒之品多属 “寒沉藏”类，
除泻土以降心火外，尚能入肾补水，如 《医学启
源》曰: “肾膀胱: 味苦补，咸泻; 气寒补，热
泻”［7］158。可见消渴七方运用苦寒，是泻心火而补肾
水，一药而两用，颇合刘河间“肾虚心实”之言。
就单方而言，李东垣主张以 “君药分两最多，

臣药次之，使药又次之，不可令臣过于君”［10］18。
若证无主次，则各药等量，如张元素所言: “药之
于证，所主停者，则各等分也”［7］164。和血益气汤
中升麻、酒黄柏用量最多，共为君药。升麻解散阳
明标热，酒黄柏泻火补水，与臣药酒黄连共泻少阴

本热。本方以清解标本之热为主，稍兼润燥，用药
中正，可视作消渴七方之正方。生津甘露汤中酒龙

胆、石膏、黄柏三药同属 “寒沉藏”类，用量最
多，共为君药，以清泄里热为重。臣以酒黄芩、酒
知母助君泻热，又以等量黄芪、炙甘草、羌活、柴
胡辛甘温剂，防苦寒伤中。若由热转燥，伤及阴
液，见阴头退缩、眼涩难开、目翳等阴伤之象，则
用当归润燥汤。是方以君药升麻解阳明标热之外，
臣石膏、知母、黄柏泻热补水，又用荆芥穗、防
风、麻子仁、当归身、桃仁等辛苦甘温以润燥。方
用细辛、椒目二药，并非只针对目涩、喜温饮等症
而设，考其用量极小，置于大队泻火补水润燥剂

中，当在用阳化阴。辛润缓肌汤与甘草石膏汤二方
组成相似，唯黄柏、知母、石膏、黄连四药的炮
制、剂量有别: 辛润缓肌汤治消渴证才愈，其热较
微，故四药剂量较小，且黄柏、黄连尚用酒制; 甘
草石膏汤见咽喉肿痛，渴喜冷饮，口中如胶，是热

盛燥重，故四药用量较大以泻火补水。及至甘露膏
和生津甘露饮子，则燥热尚存而虚寒渐生。然而
“热气慓悍，药气亦然，二者相遇，恐内伤
脾”［2］130，故二方尽量选择平和之品调补阴阳，避
免燥烈助热。甘露膏重用石膏，与酒知母、甘草、
人参同用，有白虎加人参汤之意。与前 5 方相比，
本方用药较精，减黄柏、黄连等属 “寒沉藏”者，
而酌用人参、兰香、白豆蔻、熟甘草、半夏等属
“热浮长”“湿化成”者以补中和胃。生津甘露饮
子用药最多，主治又与前 6 方迥异，是消渴七方中
较难理解的，如俞震言: “古今治消渴诸方，不过
以寒折热。惟苦与甘略不同耳，要皆径直，无甚深
义。独此方委蛇曲折，耐人寻味”［11］。方中以桔梗
用量为最，是一药而四用: 与石膏、知母、升麻诸
药合用，消舌咽肿痛; 同木香、姜黄等合用，散心
腹气结; 并毕澄茄、白豆蔻等治肠鸣幽幽而止泻
利; 偕人参、炙甘草、柴胡诸辛甘温药，以升举清
气。此外，李东垣提出 “气燥加白葵花”［10］19，与
麦冬同用除肺中燥热。又少用全蝎，借其走窜，鼓
动气血，主前阴如冰、尻臀腰背寒诸症。全方用药，
风热湿燥寒五象俱全，涉及五脏，可见病症复杂。

3 消渴七方的剂量和炮制特点

与李东垣的其他方剂类似，消渴七方的药量普

遍较小。这种剂量特点虽与宋代以来兴起的煮散有
关，但与李东垣同时期的医家比较，其用量仍然偏

小，值得深思。李东垣曰: “心肺位近，宜制小其
服; 肾肝位远，宜制大其服”［3］21。但 “制小”和
“制大”指药味还是药量，则语焉不详。考 《素
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近而奇偶，制小其服也。远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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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偶，制大其服也。大则数少，小则数多。多则九
之，少则二之”［2］307，似以药味多寡为大方、小方
的分类依据。对此刘河间列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
点: 曰“大方之说有二，一则病由兼证，而邪不
专，不可以一二味治之，宜君一臣三佐九之类是

也，二则治肾肝在下而远者，宜分两多而顿频服之

是也。小方之说有二，一则病无兼证，邪气专一，
可以君一臣二小方之治也，二则治心肺在上而迫

者，宜分两微而频频少服之，亦为小方之治

也”［12］33。可见直至金元，人们对大方和小方的认
识仍不统一。针对上述两种相反的解读，刘河间认
为，剂量大而药味少者为大方，因 “肾肝位远，
数多则气缓，不能速达于下，必大剂而数少，取其

迅急，可以走下也”; 剂量轻而药味众者为小方，
以“心肺位近，数少则气急，不能发散于上，必
小剂而数多，取其气宜散可以补上也”［12］29。刘河
间的这段论述于李东垣的用药特点是极好的诠释。
总结消渴七方用量，多者三钱，少者不过一、二
分，其药量较小而药味较多，意图正在治疗上、中
二消，同时保护脾胃及心肺之气，避免 “制之太
急，速过病所”。
消渴七方中，用药以酒制者有当归梢、知母、

汉防己、生地黄、黄连、黄柏、黄芩、龙胆等，其
中多数属“寒沉藏”类。《医学启源》曰: “黄连、
黄芩、知母、黄柏，治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，须
酒炒之，借酒力上升也。咽之下，脐之上者，须酒
洗之; 在下者，生用……，当归酒浸，助发散之用
也。”［7］164李东垣曰: “以火酒二制为之使，引苦甘
寒药至顶，而复入于肾肝之下”［10］12。可见酒制苦
寒，在于借酒性升散，引苦降之品上升，将治疗重

点放在上、中二焦。同时药用酒制，亦可缓其寒
性，顾护脾胃，如《医学启源》所言: “黄柏、知
母等，寒药也，久弱之人，须合之者，酒浸曝干，

恐寒伤胃气也”［7］164。

4 小结

李东垣认为，“脾胃一伤，五乱互作”，有
“医之王道”之称，然而后世径称其为 “补土派”
未免以偏概全。事实上，不仅消渴七方，李东垣自
制方剂中以苦寒泻土者并不在少数。称李东垣为脾
胃大家，乃因其治病以脾胃为先，重视脾胃在五脏

病传化转归中的作用，故不能将其脾胃学说简单地

理解为补脾或补土。李东垣对消渴的认识，远承
《黄帝内经》，近承刘河间、张洁古，所制消渴七
方依气味补泻，外应运气，内合脏腑，如其所言:

“凡药之所用，皆以气味为主，补泻在味，随时换
气”［10］17 － 18。首先，七方以辛凉与甘苦寒同用，泻
阳明标本大热; 辛甘与苦温同用，以疏风和血润

燥; 同时苦寒沉降，亦可益肾水而泻心火。这一配
伍结构，突出了消渴以阳明燥热为主的病机，又标

本兼顾、三焦同治。其次，七方虽以泻热润燥为核
心，但仍有虚实寒热之偏颇。以和血益气汤为始，
至生津甘露饮子为止，七方有由热转燥、由燥转
虚、由虚转寒的趋向，展现了消渴病由燥热至虚寒
的传变过程，正如李东垣所谓内伤病始则热中而末

传寒中，是从整体论治消渴的具体体现。七方用药
虽多，但分量极轻，君臣分明，炮制考究，着眼于

上消和中消的治疗，体现了李东垣既病防传，保护

脾胃的一贯主张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《兰室秘藏》距今较远，书中

辨证用药与近现代多有不合之处，同时伪托李东垣

之书众多，这为研究消渴七方的用药规律造成了诸

多困难。限于水平，消渴七方中少数药物的用法尚
无合理解释，如和血益气汤中麻黄根一药，李东垣

多用其止身汗、阴汗，又入目疾齿痛方中，其用法
似与消渴无关，而历代治消渴方也罕有用麻黄根

者。对于这些疑惑，与其强解，不如存疑待考，俟
同道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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